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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1955年1月14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

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

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

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

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

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

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

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

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

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点现场演

示。”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

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许多熟悉的领导人，

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

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

一波等。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

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

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

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

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1954年上半

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领导人

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

能量感到新奇。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

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为了加深直观印象，我

把带去的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

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计数器

便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声音，这时全场都高兴

地笑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正浓，还亲自作了试

验；有人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

情况，气氛十分活跃。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

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

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

条件。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

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

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

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

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

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

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

心。

毛泽东突然语气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向我

提出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我随口回答。

“ 那质 子、 中 子又 是由 什么 东 西组 成的

呢？”

他的问题并不离奇，要回答准确使我作难。

只好照实说：“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

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

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

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

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

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

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摘自《神秘而诱人的路程》

“两弹一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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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人：钱三强

何泽慧和钱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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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

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

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

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

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试验室

做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

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

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

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

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

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

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

中有人送了一

封信给我，是

稼先写的，说

他已证实了，

中国原子武器

工程中除了最

早于1959年

底 以 前 曾 得

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

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

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

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

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摘自《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追忆两弹元

勋邓稼先》

到了1964年，好，真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1964年1月就生产出来了铀235，3月加工出了核

武器的原料，5月九局他们基地的中子试验能够出

中子了，这样就基本上具备了爆炸条件了。几个

方面结合得非常周密。西北的试验场地由张爱萍

将军来准备。试验总指挥是张爱萍将军，副总指

挥是刘西尧。最后什么时候试验，由周总理来决

定。10月10号，一切技术准备就绪，最后一个准

备是风向。就是说在试验的时候要求是刮西风，

微尘向中国大地蔓延，不能刮东风，微尘向西面

会危及到其他的邻国，在国际上有这点考虑。决

定试验了，总理最后再一次问我：这一次这个爆

炸，你看怎么样？我说：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

呢是拖泥带水；第三个完全失败。第一个可能性

最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总理决定，就在16日

下午三时起爆。

当时前方现场就是由张爱萍做总指挥。这个

联系的系统，就是由我接受前方的报告，然后报

告总理，总理再报告毛主席，是这样一个顺序。

16号下午三时起爆时，我们办公室里，是张汉周

首先拿起这个电话机，他一听，因为很惊奇，就

把这个电话机掉在桌子上了。我又拿起电话机，

张爱萍同志说，现在己经起爆了，证明是核爆

炸，已经看到火球。我就马上报告周总理，周总

理报告毛主席。毛主席问是不是真的，要再一次

检查。周总理打电话给我， 我又打电话问张爱萍

同志。张爱萍同志说：现在不但是火球，已经是

烟云，已经上到千米以上了。所以第二次又把这

个信息再由张爱萍同志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报告

毛主席，是真的起爆了。毛主席再一次说，我们

这个起爆外国人不承认怎么办？恰好这个时候美

国的电视台就公布了中国在西北进行了一次核爆

炸。日本的消息也传来了，证明是真的爆炸了。

因为我没有具体到前方去，没看见真实的情况。

当天晚上，《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公报。

摘自《跨越时空的记忆》

叙述人：杨振宁

叙述人：刘杰（1954年任地质部副部长，1960年任二机部部长）

1986年杨振宁（右）到医院看望病中的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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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部决定，把苏共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

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

原子弹的代号“596”，以显示不畏险阻，一定要

掌握“争气弹”的坚强决心。

但是，这个时期毕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

期，而核工业的重点工程和试验基地又都处在最

艰苦的地区，不仅建设物资供应困难，就连正常

的生活供应也难以保证。有几位负责经济工作的

同志主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暂时停止，等经济好

转再进行，而军队的几位老帅则主张要克服困难

搞下去。这样，原子弹是“下马”还是“上马”

的问题提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主张“下马”的同志列举出了许多现实问

题，认为原子能工业继续搞下去，我们已经十分

困难的国民经济就等于雪上加霜，等国民经济有

所好转再搞，也能有希望成功。陈老总态度十分

坚决，他说，一天都不能等，一天也不能停，

“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

来！”聂老总讲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情况，他说

继续搞下去，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贺老总和

从青海金银滩大草原的实验室奔赴罗布泊后，我们开始了

紧张有序的工作。原子弹的核炸药爆炸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只有

几个微秒，氢弹也不例外，真正是一现即逝、比闪电都不知短多

少倍的特殊事件，我们称之为“零时”。在现场条件下测量的风

险和难度极大。当我们将测量系统恢复调整到草原实验水平时，

一个月已悄悄过去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边做些锦上添花的

工作，一边耐心地等待“零时”的到来。零时前48小时，指令

下达到我们核测试小组，大家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起来。根据工

作流程，开始紧张的工作……距零时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们

每人领了一副电焊工用的黑墨镜，坐车奔向距爆心50公里的核

爆观看区。

1967年6月1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观看区红旗招展，

许多战士拿着锣鼓准备氢弹爆炸成功后举行欢庆活动。观看区土

堆上搭了一个临时看台，我们被分配到看台前一块较高的地方，

席地而坐。四周的高音喇叭中，不时播放观察氢弹爆炸注意事项

和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我试着戴上墨镜，再朝背后头顶上的

“两弹一星”往事
COVER封面 COVER封面

叙述人：张爱萍（1959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叙述人：华荣洋（原九院二所工作人员，参加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核参数测试全过程）

张爱萍（右1）向周恩来总理介绍马兰基地取名经过，并敬献马兰花一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民日报》的号外

叶帅都表示要继续搞下去。显然，主张不“下

马”、继续向前进的意见居多。当时任国家副主

席的刘少奇发表意见说，先不要确定“下马”还

是“上马”，应该去调查了解一下，把原子能工

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也不迟。毛泽

东赞成他的意见。陈老总和聂帅建议派我组织调

查。毛、刘表示同意。

摘自《奋战在国防科研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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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望去，只见太阳在深度墨镜里就像五分钱硬

币大小的一个亮斑，天空中则是漆黑一片。

飞机携带着即将投下的氢弹，飞了一圈又

一圈，当飞机第四次从我们头上飞过时，喇叭里

再次传出“打开弹舱，准备投弹”，观看现场

鸦雀无声，我只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突

然，喇叭里传来了清晰的倒

计数声，“30、29、28、

27……”，原来氢弹已经投

下。氢弹被投下的情景除了

测量摄影机外，谁都不敢看

也看不见。我想象着，此时

的氢弹应该是正张着巨大的

白色降落伞，在空中摇摇晃

晃、飞速向爆心飞去；飞机

一旦投掉氢弹，则会全速俯

冲，以求达到极限时速，在

30秒内尽量远离氢弹的摧毁

区……正在为那颗已投射的

氢弹操心时，突然，前面地

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

还没等看清是大是小，是红

是 白 ， 这 火 球 一 下 子 似 乎

又跳到了空中，“漆黑”的天空就完全被它占据

了，比太阳不知大了多少倍。此时，天空中实实

在在地升起了两个太阳，一个是远而小的，我们

平常熟悉的自然太阳，另一个则是人们从未见过

的、近近的、大大的、亮亮的中华太阳!

摘自《我看到了耀眼的“中华太阳”》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线指挥部的部分领导同志。自右至左：毕庆堂、张爱萍、刘西尧、刘柏罗、张蕴钰、苑华冰（陈书元 摄）

为了突破氢弹原理，实现“1100”（ 重量

约1吨左右、威力为100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弹

头的理论设计）目标，九院理论部分兵作战，多

路探索。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

麟、江泽培和何桂莲等几位部主任各守一路，带

领各研究室人员分别攻关夺隘。与他们一起工作

的研究人员，大多是刚出校门不久，精力旺盛，

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

深夜，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天晚上，科研大楼内

灯火辉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忘我地工作，苦苦

探索。大家一心只想的是怎么快点突破氢弹原

理，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当时，理论部及研

究室的党政领导和政工人员，为了保证大家的身

体健康，不要累垮，经常在晚上到办公室去一个

一个地动员大家回去休息。

理论部的学术民主气氛是非常好的。那时

已经成名的专家与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自然

有知识与经验的差别，但是，在氢弹的秘密面

前，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知道氢弹究竟怎么

设计。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

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在会上，从彭桓

武副院长这样的大科学家到邓稼先、周光召、黄

祖洽、于敏等部主任直到年轻的研究人员，不论

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不论谁有了新的想法，

都可以登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不同的意见

就展开争论，一场争论下来，常常大家都面红耳

赤，但谁说的对，就听谁的，彼此都从中得到启

发。许多好的想法，就是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

中产生出来的。通过一个个的学术报告会和学术

讨论会以及鸣放会，许多种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

叙述人：宋炳寰（原国防科工委百科编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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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但是可靠程度是不能肯定的。比如辐射

条件下是否安全，原子核的放射性，铀的浓缩，

各种材料的适用条件，用什么样的炸药等等，都

需要研究。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的理论和

数据高度保密，我们根本没有详尽的参考资料。

此外，当时在设备上也十分落后，我们还在使用

乌提尔式手摇计算机。每进行一次简单的计算，

都要摇多次。

这期间，搞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也都是在尽

最大的努力使设备完善起来。比如中国科学院计算

所很快就研制出每秒1万次的计算机，而且是64位

的。以后又建造了10万次的、100万次的，在“两

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还是真正的按照科

学规律办事的样板。应该说开始阶段有点像搞群

众运动，有些地方不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但是

它对于解放思想，打破中国人的自卑、自信心不

强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后来不讲科学规律的地

方也逐年得到了纠正。特别是在1960年以后，在

聂帅领导之下，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作法逐渐得

到了纠正。我们完全是按照科学的态度、科学的

方法进行工作的。

摘自《大协作和科学精神是成功的关键》

核武器基地主要是武器设计、定型、生产、

试验，但是许多部件都是在全国其他的企业完成

然后组装起来。比如铀矿的勘探、开采和极为困

难的铀的浓缩，以及常规炸药的爆炸过程也都是

研究的重点课题。爆炸是一个快速的过程，需要

有每秒能拍百万张照片的相机，这样的照相机我

们就没有，西安光机所承担了研制的任务。还

有，真的去做核试验的时候问题就更多了。比如

实验场地谁去准备？实验过程中要测量很多的数

据，包括核实验有多大的威力，它产生了些什么

现象，它的破坏力怎样，都要有大队伍去做。所

以“两弹一星”的实现，实际上是全国大协作的

结果。

那时能达到这样一种大协作的状态与有一个

统一的指挥有关系。在那种环境中工作，没有人

会太重视个人，因为这是那么多人工作的结果。

而且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每一个

部件都不能出问题。每个人都是兢兢业业、忠于

职守，所以你会觉得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所

以每次谈到这里，我都会说，我只是其中的一

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两弹一星”还是自力更生的成果。它实际

是从很基础的数据做起。当时国外也有一些发表

（关娟 编辑）（感谢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提供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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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被提了出来。其中有人就提出用原子弹能量的

这样或那样的朴素猜测。

然而，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诸多

制约因素混杂。经过几个月的探索研究，许多种

试图突破它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一一仔细的讨

论、计算和分析后，又都一一地放弃了。理论部

的研究人员虽然从失败中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

西，但设计氢弹的关键并没有掌握，没有找到氢

弹原理的突破口。面对着困难，大家的积极性依

然高涨。

摘自《氢弹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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